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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及周边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基于多期差分的实证研究

朱治双，廖　华

摘　要：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研究对象，针对不同城市实施联防联控政策的时间不同，运用多期双重

差分模型构造一个准自然实验，评估联防联控政策实施效果，并考察政策的动态效果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

现，该政策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整体改善了７％左右。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表明基本结论的可靠性。

动态来看，随着联防联控范围的扩大和政策的完善，空气质量改善的效果日趋明显。异质性方面，空气污染

越严重的城市，在纳入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范围后，其空气质量改善程度超过样本整体平均水平近一倍，达到

１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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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中国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全国３３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仍然有４０％的城市空气质量超
标。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现状导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成为我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优良天数比例比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分别低７．１个百分点和２１．７个百分
点。１６８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最差的２０个城市中，除咸阳和渭南外，均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区域。
我国长期采用属地管理的环境治理模式，由于大气污染物会在相邻城市跨区域传输，该模式难

以有效防治大气污染。十八大以后，我国开始运用区域联防联控思维治理大气污染，先后启动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从城市层面携手防治空气
污染。与传统属地治理模式相比，区域联防联控能否更好地改善地区空气质量？其动态效果和异质
性如何？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科学地评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实施效果，为坚持和
完善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城市层面评

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的影响。文章的主要贡献包括：（１）在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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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实验的条件下，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与空气质量改
善的因果关系，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科学评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提供有益借鉴；（２）分阶段
考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政策的动态效果，突破以往单纯从静态和平均意义上评估大气污染
防治政策的效果，得出的结论更加丰富和精细化；（３）从不同视角考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的异质性效果，能够为不同类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梳理

面对严峻的空气污染形势，国务院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正式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简称 《大气十条》），提出建立京津冀区域大气防治协作机制，由区域内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相
关部门协调解决区域突出环境问题。９月１７日，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的六部门联合印发 《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提出在２０１３年底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建立健全
覆盖区域、省、市的应急响应体系，实行联防联控。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成立 （简称协作小组），旨在加强区
域大气污染防治的联合协作，形成空气污染治理合力。２０１４年６月，协作小组办公室印发 《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２０１４年重点工作》，提出要统一行动和加强联动，共同治理区域重
点污染源和同步解决区域共性问题。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协作小组审议通过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２０１５年重点工
作》，联手在煤炭消费、化解过剩产能、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机动车污染和港口及船舶污染、秸秆
综合利用和禁烧六大重点领域共同治污，并提出将北京、天津、保定、廊坊、唐山、沧州等６个城
市划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区 （简称 “２＋４”城市），首次从城市层面联合治理空气污染。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７日，环保部、发改委、财政部、能源局、京津冀晋鲁豫联合发布 《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２０１７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 “２＋２６”城市携手防治 （简称 “２＋２６”城市），进
一步加大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治理力度。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５日，发改委、能源局等１０部门联合
发布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提出到２０１９年，“２＋２６”城市城区清洁供
暖率达到９０％；到２０２１年，“２＋２６”城市城区全部实现清洁供暖。
为延续 《大气十条》以降低颗粒物浓度和重污染天数的思路，２０１８年６月，国务院印发 《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对２０２０年空气治理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该计划提出到２０２０年采
暖季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并对京津冀地区淘汰落后产能和压
减过剩产能、“散乱污”治理、机动车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７月，协作小组进一步升格
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进一步完善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
作机制。
此外，为应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重度污染天气频发的现状，生态环境部、发改委等部门

联合京津冀晋鲁豫６省市分别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连续四次
发布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提出ＰＭ２．５平均浓度、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气下降比例等目标。

三、文献综述

空气污染给居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进而影响人的行为选择。Ｃｈｅｎ等［１］指出，秦岭—淮
河以北地区长期采用燃煤集中取暖，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北方地区人均寿命减少５．５年。陈硕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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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二氧化硫每增加１００万吨，万人中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癌的人数将分别增加０．５人
和０．３人，由此导致每年医疗费用超过３　０００亿元。一些研究还证实空气污染会对人的心理健康产
生负面影响［３］。此外，污染还会影响人的行为选择。研究表明，空气严重污染时，人们会减少出
行［４］，学生会增加逃课几率［５］［６］；人们会避开在污染严重区域购房，使得该区域房价下降［７］；人们
会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和防御性支出，如购买口罩和空气净化器［８］［９］［１０］；空气污染甚至还会影响到居
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很多学者对不同类型空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效果开展了深入分析。首先，研究交通限行政策的效

果。多数学者发现车辆限行政策对空气质量改善的积极影响［１１］［１２］，但Ｄａｖｉｓ［１３］发现限行政策会扭
曲居民的购车行为，居民会重新使用排放量更大的二手车或者购买第二辆车，汽油使用量不降反
升，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并没有上升，空气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曹静等［１４］也发现，当采用断点回
归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尾号限行政策对北京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甚微。其次，研究节能环保法规
对空气质量的影响。Ｚｈｅｎｇ等［１５］发现节能法规和环境标准对改善空气质量的积极影响。Ｗａｎｇ等［１６］

基于双重差分法，发现环保法规可显著降低ＰＭ２．５和ＳＯ２ 的浓度。再次，研究某项单一政策对空气
质量的影响，包括燃煤电厂的脱硫补贴政策［１７］、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标准［１８］、“煤改气”或 “煤改
电”政策［１９］［２０］［２１］等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最后，研究大事件下临时空气治理措施的效果，如２００８年
奥运会期间的限行政策［１４］、２０１４年ＡＰＥＣ会议和２０１５年胜利日游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政策［２２］［２３］［２４］、
两会时期的空气污染防治政策［２５］。
目前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政策评估方法，从城市维度和区域联防联控视角，科学识别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与空气质量的因果关系的文章非常缺乏。经检索，仅有杜雯翠等［２４］和王恰等［２６］两篇文献
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二者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杜雯翠等［２４］采用双重差分法，发现京津冀雾霾
协同治理并没有改善该区域空气质量。王恰等［２６］发现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指导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联合行动有助于改善该区域空气质量。与上述两篇文献均
采用标准双重差分模型不同，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评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效果。标准的
双重差分模型适用于政策执行时间一致的情形。然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存在明显的从试
点到推广的过程，不同城市纳入联防联控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采用标准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结果
很有可能会出现偏误，而多期双重差分则能够很好地捕捉政策的动态变化，从而更准确地测度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效应。另外，本文在实验组和控制组选择、政策执行时间确定等研究设计上与
上述两篇文献也不相同。此外，Ｓｏｎｇ等［２７］基于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范围对空
气质量的影响，一些学者还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究［２８］［２９］［３０］。
综上所述，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效果评估方面，国内外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评估某项具体政

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缺乏从联防联控视角审视大气污染防治效果的研究，并且现有研究在大气污
染防治政策的动态效果以及异质性方面缺乏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
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效果，并深入分析该政策的动态
效果和异质性影响，从而丰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估领域的研究。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当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效果评估的方法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单差法。通过简单比较政策执行前

后的空气质量变化来考察政策效果。该方法简单直观，但是没有控制住其他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
无法剥离空气治理政策与其他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无法剥离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固有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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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２５］。二是断点回归方法。通过考察空气质量在政策实施点上是否出现突变来评估政策效应。如
果在政策实施前后空气质量存在明显的断点，则说明空气治理政策对空气质量有显著影响，不过其
结论易受估计方法和窗宽选择的影响。三是双重差分法。将样本城市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同时考
察实验组实施政策前后空气质量的差异，以及实验组与控制组空气质量的差异。采用双重差分法可
以有效控制实验组和控制组共同的空气质量变化趋势，能够很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其难点是控制组
的选择。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评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效果，构建的模型如下：

Ｙｃｔ＝δ０＋δ１Ｇｒｏｕｐｃ×Ｐｏｌｉｃｙｔ＋γＸｃｔ＋αｃ＋βｔ＋εｃｔ （１）
其中，Ｙｃｔ表示城市ｃ在日期ｔ的空气质量指数以及单项污染物浓度；Ｇｒｏｕｐｃ表示城市ｃ是否为

实验组或控制组，如果为实验组，则取１，否则为０。Ｐｏｌｉｃｙｔ表示政策是否执行的虚拟变量。政策
执行前为０，执行后为１。交叉项Ｇｒｏｕｐｃ×Ｐｏｌｉｃｙｔ表示实验组空气质量在政策实施后的变化，其系
数δ１ 可以用于衡量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效果。Ｘｃｔ为控制变量，表示影响空气质量的其他因
素，包括天气状况因素 （最高气温、最低气温、温度变化、最大风力、是否下雨、是否下雪、是否
有雾或霾）、节假日因素 （是否是公休日）以及供暖因素 （是否位于供暖期），另外本文还用一组表
示季节的虚拟变量和一组表示地区的虚拟变量来控制季节因素和地区因素。αｃ 表示城市固定变量，
用来表示不随时间但随城市而异的不可观测的变量。β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即不随城市但随时间而
变的不易观测的变量。εｃ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政策执行时间的确定。尽管早在２０１３年９月国务院发布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就提

出建立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要求，但是首次落实到京津冀城市层面的联防联控政策
为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发布的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２０１５年重点工作》，该文件明确将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
划分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区 （简称 “２＋４”城市）。因此，本文将 “２＋４”城市的政策执行
时间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开始设置为１。此外，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７日环保部等部门联合京津冀晋鲁豫６
省市发布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０１７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大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治理力度，明确 “２＋２６”城市携手防治 （简称 “２＋２６”城市），将除 “２＋４”城市以外的另外

２２个城市 （河北省的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山西省的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山东省的
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河南省的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
濮阳）也纳入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范围，并提出从２０１７年３月份开始，各省市安排专人定期报送相
关工作。因此，本文将 “２＋２６”城市中的另外２２个城市的政策执行时间从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开始
设置为１。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确定。在标准的双重差分模型中，政策的执行时间是唯一的。但是通过对前

文政策执行时间的分析可以看出，“２＋２６”城市中，“２＋４”城市的政策执行时间与其他２２个城市
的政策执行时间不一致，存在明显的从试点到推广的特征，因此本文的模型是一个多期双重差分模
型。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下，可直接将已经将纳入联防联控范围的城市 （即 “２＋２６”城市）设置
为实验组，当实验组中某一个城市与政策执行的时间交互等于１时，说明在该时间点上该城市纳入
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范围，在该时间点之前，交互项为０。关于控制组的选择，由于空气质量在空
间相邻城市间具有相似性，因此本文根据地理位置相邻原则，选择与实验组城市直接接壤的城市作
为控制组，分别为河北省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山西省的晋中、吕梁、临汾、忻州，山东省的
泰安、潍坊、枣庄、临沂、东营以及河南省的洛阳、平顶山、许昌、周口、商丘，共１７个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由于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吸收掉了交互项中的主
变量Ｇｒｏｕｐｃ和Ｐｏｌｉｃｙｔ，因此模型 （１）中不必单独控制［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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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为了准确评估联防联控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需要尽可能地控制住其他影响空气质量的因

素，比如天气状况、冬季采暖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等。本文搜集了包含实验组和控制组共４５个城市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日度数据，样本观测值为８２　１７０。由于控制变量中反映每
日温差的变量用日平均温度的一阶差分项获得，因此在初始值上会产生４５个缺失值，去除掉缺失
值后的样本数量为８２　１２５。以下对各变量进行详细说明。

１．空气质量。空气质量数据包括空气质量指数和单项空气污染物。其中，空气质量指数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ＡＱＩ）是一个无量纲的综合性指数，其取值范围为０～５００，数值越大表明大气污染
越严重。空气质量数据来源于 “天气后报”网站。

２．天气状况。天气状况会对空气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参考相关文献［１４］［２５］，本文控制的气象因素
包括：最高气温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最低气温 （ｌｏｗｔｅｍｐ，℃）、最大风速 （ｍａｘｗｉｎｄ）、是否有雨
（ｒａｉｎ）、是否有雪 （ｓｎｏｗ）、是否有雾 （霾）（ｓｍｏｇ）。另外，气温的变化可能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本
文首先用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日平均值，然后用日平均值的一阶差分项 （Ｄ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反映气温变化［３１］。天气状况数据根据 “天气后报”网站中的 “历史天气”菜单获取整理。

３．其他变量。是否位于供暖期 （ｈｅａｔｓｕｐｐｌｙ）。北方地区冬季空气严重污染状况频发与冬季大
量使用燃煤取暖有关。虽然不同城市均有官方规定的法定供暖期，但各城市具体供暖时间会根据当
时的天气状况适时调整。当在法定供暖开始前或者法定供暖结束时点上出现大幅降温的情况，供暖
部门会提前供暖或者延迟停暖。因此，实际供暖期与法定供暖期并不完全一致。本文根据公开媒体
报道收集实际供暖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当处于供暖期时，取值为１，反之则为０。
是否为法定节假日 （ｈｏｌｉｄａｙ）。节假日因素会通过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对空气质量产生

影响。一方面，节假日期间的生产污染排放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假期出行可能会对空气质量产生
不利影响。法定假日和调休日的数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每年发布的放假安排整理获得。如果是法定
节假日或调休日则取１，反之则取０。

（三）描述性统计
表１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１可以看出，空气质量指数的均值为１０２．１，属于轻度污

染，不过这一数值掩盖了不同组别城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空气质量差异。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分
为实验组和控制组，结果如图１所示。从空气质量指数上看，实验组历年空气质量指数的平均值均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中文解释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ＡＱＩ 空气质量指数 ８２　１７０　 １０２．１０　 ５５．８３　 １４　 ５００
ＰＭ２．５ 细颗粒物浓度 ８２　１７０　 ６４．４０　 ５０．３２　 １　 ７３９
ＰＭ１０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８２　１７０　 １１６．０９　 ７２．６３　 ０　 １　９５３
ＳＯ２ 二氧化硫浓度 ８２　１７０　 ２９．７２　 ３２．２８　 １　 ８００
ＮＯ２ 二氧化氮浓度 ８２　１７０　 ４０．３７　 １９．２７　 １　 ２０１
ＣＯ 一氧化碳浓度 ８２　１７０　 １．２９　 ０．８１　 ０．０８　 １８．９２
Ｏ３ 臭氧浓度 ８２　１７０　 ６５．５０　 ３９．７５　 １　 ２９６
Ｈｅａｔｓｕｐｐｌｙ 是否位于供暖期 ８２　１７０　 ０．３４　 ０．４７　 ０　 １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 日最高气温 ８２　１７０　 １９．５８　 １０．８１ －２０　 ４０
Ｌｏｗｔｅｍｐ 日最低气温 ８２　１７０　 ９．０９　 １０．７５ －３３　 ３１
Ｒａｉｎ 是否有雨 ８２　１７０　 ０．２１　 ０．４１　 ０　 １
Ｓｎｏｗ 是否有雪 ８２　１７０　 ０．０２　 ０．１５　 ０　 １
Ｓｍｏｇ 是否有雾 （霾） ８２　１７０　 ０．０２　 ０．１３　 ０　 １
Ｍａｘｗｉｎｄ 最大风速 ８２　１７０　 ３．３１　 ０．８９　 ２　 ７
Ｈｏｌｉｄａｙ 是否为节假日 ８２　１７０　 ０．３２　 ０．４７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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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空气质量指数及其变化

高于控制组。从空气质量的变化率来看，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实验组空气质量指数环比变动率分别
为－５．７７％、－４．３０％、－６．８２％、－４．２８％，同期控制组空气质量指数变化率分别为－３．０９％、

－０．５７％、－３．９８％、－１．２７％。可以看出，实验组空气质量指数下降程度均大于同期控制组空气
质量下降幅度。不过这种降幅差异是否显著，并且是否是由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导致的，还需要
通过实证模型来进一步检验。

五、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论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如表２所示。第 （１）列为ＯＬＳ估

计的结果。第 （２）列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该列仅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没有控制时间固
定效应。第 （３）列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政策显著改善了该地区空气质量，空气质量指数下降约－６．７，相当于样本均值的６．６％，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上都符合预期。王恰等［２６］以 “２＋２６”城市为处理组，全国其他２９２
个城市作为参照组，基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和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
实施 “２＋２６”城市联合防治政策后，ＡＱＩ指数下降了－９．４７９，与本文的估计结果相似。与王恰
等的研究不同，本文根据相邻城市在空气质量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相似的原则，选择与 “２＋２６”城
市相邻的１７个城市作为控制组。其次，从 “２＋４”核心区到 “２＋２６”城市，京津冀地区空气治理
政策存在明显的从试点到推广的特征，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比标准双重差分模型更加科学，能够
更好地捕捉政策的动态特征。此外，本文的样本时间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比
王恰等的样本时间更长，估计的结果更具代表性。

（二）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表２中估计结果无偏的前提条件是在空气治理政策实施前，控制组和实验
组在空气质量上应该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即实验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如果平行趋势假
设成立，则说明空气质量的改善发生在空气治理政策执行之后，在空气治理联合防治政策实施前，
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在式 （１）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如下模型开展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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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本回归结果

（１）
ＡＱＩ

（２）
ＡＱＩ

（３）
ＡＱＩ

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ｉｃｙ －１２．２３１＊＊＊ －１３．０７５＊＊＊ －６．７３６＊＊

（１．９８２） （１．９１０） （２．６１５）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 ２．００１＊＊＊ ２．２９９＊＊＊ ２．１９３＊＊＊

（０．２９５） （０．２６６） （０．３０５）

Ｌｏｗｔｅｍｐ －０．４１６ －１．０２６＊＊＊ １．７０５＊＊＊

（０．３７５） （０．３０３） （０．４０１）

Ｄｍｅａｎｔｅｍｐ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４ －１．９７０＊＊＊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５） （０．２６６）

Ｒａｉｎ －１．４３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５
（０．８５３） （０．８００） （０．６８８）

Ｓｎｏｗ －１．２９６　 ０．１１４　 ６．９８８＊＊＊

（２．８１２） （２．９０７） （２．５４４）

Ｓｍｏｇ １１７．１３５＊＊＊ １１５．１２８＊＊＊ ５７．３９５＊＊＊

（４．８５２） （４．６７５） （５．４７９）

Ｍａｘｗｉｎｄ －２．８３７＊＊＊ －２．４１５＊＊＊ －２．１７１＊＊＊

（０．４５０） （０．４２１） （０．４６０）

Ｈｅａｔｓｕｐｐｌｙ　 ３３．７０６＊＊＊ ３２．３９７＊＊＊ ０．６７３
（４．７１２） （４．０１３） （３．４７４）

Ｈｏｌｉｄａｙ ３．０９８＊＊＊ ３．２２７＊＊＊ ４３．３０９＊＊＊

（０．２５７） （０．２４２） （６．９３７）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６．９１９＊＊＊ －２４．４４０＊＊＊ －８９．８００＊＊＊

（２．８４６） （２．６０６） （１７．６５１）

Ｓｕｍｍｅｒ －５３．５５９＊＊＊ －４６．９７２＊＊＊ －１１２．９４２＊＊＊

（３．０００） （２．１８７） （１３．８２１）

Ｆａｌｌ －３５．２１２＊＊＊ －３２．０７１＊＊＊ －１１．６０９＊

（２．７４０） （２．３９０） （６．２０５）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２７２　 ０．２５７　 ０．６２６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Ｙｃｔ ＝δ０＋∑
５

ｉ＝－５
δｉＧｒｏｕｐｃ×Ｐｏｌｉｃｙｔ－ｉ＋γＸｃｔ＋αｃ＋βｔ＋εｃｔ （２）

其中，Ｐｏｌｉｃｙｔ－ｉ表示政策实施时间的虚拟变量。如果ｔ－ｉ期实施了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则
取１，否则取０。δ－５到δ－１表示空气治理政策实施前的效果，δｉ到δ５ 表示空气治理政策实施后的效
果。为了防止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政策执行当期作为基准组，其估计结果如图２所示。图中虚线
表示 “２＋２６”城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各垂直线代表估计系数δｉ及其９５％的
置信区间。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实施 “２＋２６”城市协同治理政策前控制组和实验组不存在显著差
异，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在实施 “２＋２６”城市空气污染联防联控后，ＡＱＩ指数显著下降，这说明
“２＋２６”城市联防联控确实有助于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

２．反事实检验。反事实检验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人为设置政策的执行时间，然后观察政策对空气
质量的影响。如果人为构造的空气治理政策下也出现了空气质量的改善，则说明前文空气质量改善的
原因可能是由其他未观测到的因素引起的。本文假定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前为政策执行期，即在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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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平行趋势检验

表３　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的反事实检验

（１）
ＡＱＩ

（２）
ＡＱＩ

（３）
ＡＱＩ

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ｐ　 ５．７９３　 ５．９２６　 ６．６０３
（４．４４２） （４．４２９） （４．４７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２６７　 ０．２５１　 ０．６４３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１。

表４　剔除掉ＡＱＩ位于 ［９５，１０５］区间的数
（１）
ＡＱＩ

（２）
ＡＱＩ

（３）
ＡＱＩ

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ｉｃｙ －１３．３５９＊＊＊ －１４．２１２＊＊＊ －７．１２９＊＊

（２．１２７） （２．０５９） （２．６９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７４　５４５　 ７４　５４５　 ７４　５４５
Ｒ２　 ０．２８６　 ０．２７０　 ０．６６２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１。

６月１日前，政策虚拟变量设置为１，从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后开始设置为０，估计结果
如表３所示。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在人为构
造的空气治理政策效应下，实验组的空气质
量与控制组的空气质量并没有显著差异，这
反过来证明了前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３．剔除可能造假的空气质量数据。由
于空气质量指数在１００前后被人为地划分为
良和轻度污染两个级别，部分城市为了完成
上级规定的优良天数占比目标，在实际空气
质量指数超过１００但不多的情况下，有可能
会存在人为调低空气质量指数的情况［２５］。
为了排除伪造数据对基本结论的影响，本文
剔除 ［９５，１０５］之间的数据后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从表４的结果可以看
出，剔除可能的伪造数据后，前文的基本结
论仍然是成立的，这说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政策确实能够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①。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等［３２］将２０１３年以来的中国实时
监测数据与卫星数据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数据展开对比，发现不同数据源的数据高度
吻合，从而认为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的空气质
量实时监测系统的数据是比较可靠的，基于该数据的实证结果是相对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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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剔除空气质量指数在 ［９０，１１０］之间的数据后重新估计，结论是一致的。



（三）联防联控政策的动态效果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将 “２＋４”城市

设为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区，以及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７日进一步提出 “２＋２６”城市携手共治。本文设置
第一个阶段政策执行变量Ｐｏｌｉｃｙ１，政策执行区间为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实验组为

表５　两个阶段空气治理政策的效果差异

（１）
ＡＱＩ

（２）
ＡＱＩ

（３）
ＡＱＩ

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１　 ０．０５８ －０．６４３　 ０．６６４
（４．４６３） （２．０２６） （２．２８８）

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２ －１３．３９５＊＊＊ －１３．５８８＊＊＊ －９．２８３＊＊＊

（１．９３３） （１．９４１） （２．９０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２７４　 ０．２５９　 ０．６４４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２＋４”核心城市，其他３９个城市为控制
组。同理，本文设置第二个阶段政策执行
变量为Ｐｏｌｉｃｙ２，政策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７年
３月１日及以后，实验组为 “２＋２６”城
市，其他１７个城市为控制组。从表５中
可以看出，第一个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效
果并不明显，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并没有
显著差异，但是在第二阶段上大气污染防
治效果变得显著，空气质量指数下降了大
约９，大约相当于样本均值的８．５％。该
结论表明，当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范围扩展
到 “２＋２６”城市后，空气质量改善的效
果才开始显现出来。Ｓｏｎｇ等［２７］指出，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范围的扩大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完成集体行动，并且严格的监督和问责制减少了联盟
成员 “搭便车”的行为。

（四）联防联控政策的异质性影响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效果在不同城市存在差异［３３］［３４］。本部分分析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对不同特征城市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污染越严重
的城市在纳入联防联控实施范围后空气质量的改善是否越明显？离政治中心城市的距离是否会影响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效果？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是否会影响不同城市空气治理的效果？

１．污染状况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效果的影响。首先需要明确在实施区域联防联控前各城市的
污染状况。由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包含两个阶段，这里分别以第一阶段 （２０１５
年６月１日）和第二阶段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前各城市空气质量的均值按照从大到小排序，设置一
个虚拟变量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令排名的前５０％的城市为１，其余城市为０。模型估计方程如下所示。

Ｙｃｔ＝αｃ＋βｔ＋δＧｒｏｕｐｃ×Ｐｏｌｉｃｙ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θ１Ｇｒｏｕｐｃ×Ｐｏｌｉｃｙｔ＋θ２Ｇｒｏｕｐｃ×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
θ３Ｐｏｌｉｃｙ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γＸｃｔ＋εｃｔ （３）

表６　空气污染状况对区域联防联控效果的影响

第一阶段

ＡＱＩ
第二阶段

ＡＱＩ

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１５．０２８＊＊＊ －１５．７８５＊＊＊

（３．２２３） （３．２４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６４５　 ０．６４６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１。

δ是本文重点关心的系数，它表示空气
污染更严重的城市在纳入区域联防联控范围

后空气质量的改善程度。模型的估计结果如
表６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按照第
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的各城市空气质量的排

序划分污染状况，三重交互项的系数均为
负。这表明污染越严重的城市，在纳入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实施范围后，其空气质量的改
善程度越大，达１４％左右。

２．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对空气治理效果的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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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离政治中心距离对联防联控政策效果的影响

离首都距离

ＡＱＩ
离省会距离

ＡＱＩ

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６４４　 ０．６４３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１。

表８　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对空气治理效果的影响
人均ＧＤＰ
ＡＱＩ

ＧＤＰ总量
ＡＱＩ

Ｇｒｏ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ｌｎＰＧＤＰ －１．３４５ －１．７０８
（４．１０２） （１．９８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６４３　 ０．６４３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１。

影响。各城市空气治理的效果是否与离政治
中心的远近有关系？本文从两个角度来分

析：一是离首都北京的距离，二是离各自省
会的距离。从表７可以看出，三重交互项均
不显著，即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离首都或者
各自省会的距离越近，空气质量改善程度越
强①，大气污染防治的效果并不存在首都效
应或者省会效应。

３．经济发展状况对空气治理效果的影
响。经济发展状况可能会影响大气污染防治
的效果。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等［３２］对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中国空气质量开展空间异质性分析后发现，
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城市，其空气质量改善
的程度越明显。本文分别以各城市２０１７年
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考察城市经济发展差异
对空气污染防治政策效果的影响。从表８可
以看出，无论是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ＧＤＰ）还是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三重
交互项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即城

市经济发展差异对空气污染治理效果没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更多是由政府驱动的，而非市场 （经济）驱动的。本文的结论与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等的结

论存在差异，其原因是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等只是从统计相关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程度和空气质量改善

的相关关系，但并非二者的因果关系。

（五）两项代表性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效果分析
１．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秋冬季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频发的季

节。为了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部从２０１７年开始连续四年印发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 “攻坚方案”）》，规定了秋冬季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和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气数量的下降目标，实施时间为当年１０月１日到次年３月３１日，实施范围为
“２＋２６”城市。秋冬季攻坚方案的效果如表９所示。从表９中可以看出，考虑时间固定效应后，无

论是整体效果还是分年效果，攻坚方案实施期间，空气质量均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结论与王恰

等［２６］相似。相较而言，本文的政策效果更小 （王恰等的估计系数为－９．４７９），其主要原因是王恰

等比较了两个秋冬季之间空气质量的差异，而本文是比较秋冬季攻坚方案与其他季节空气质量的差

异，考虑到秋冬季的空气污染更为严重，攻坚方案治理空气污染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部分抵消。

分季节看，攻坚方案主要是改善了秋冬季的空气质量，符合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对其他季节的空气

质量则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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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也考察了大城市 （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与其他城市在空气治理效果上的差异，发现大城市在空气治理效果方
面与其他城市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９　秋冬季攻坚方案的效果

整体效果 分年效果
分季节效果

春 夏 秋 冬

Ｇｒｏｕｐ×Ｐｌａｎ －４．８４９＊＊ －３．２７７ － －６．７０７＊＊＊ －１４．４０３＊＊＊

（２．２５９） （３．０９７） － （１．７０８） （３．１６６）

Ｇｒｏｕｐ×Ｐｌａｎ２０１７ －３．９６２
（２．６１７）

Ｇｒｏｕｐ×Ｐｌａｎ２０１８ －５．８３４＊

（３．３４６）

Ｇｒｏｕｐ×Ｐｌａｎ２０１９ －４．６５９＊＊

（２．１９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２０　７００　 ２０　７００　 ２０　５２０　 ２０　２０５
Ｒ２ ０．６４３　 ０．６４３　 ０．５３２　 ０．５２９　 ０．６３７　 ０．６５０

　　 　注：因变量为空气质量指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本文进一步考察秋冬季攻坚方案在改善空气质量的持续性。参照石庆玲等［２５］的做法，本文分
别引入秋冬季攻坚方案开始实施前２周、前１周，以及攻坚方案实施结束后１周、后２周来考察秋
冬季攻坚方案效果的持续性，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１０所示。可以看出，在攻坚方案实施开始实施之
前，监管部门通过治理 “散乱污”企业、强化面源污染防控等措施，空气质量改善的效果已经提前
显现。但是，在次年３月份秋冬季攻坚方案结束以后，空气质量指数出现了反弹，空气质量又出现
恶化趋势，这可能与秋冬季攻坚行动结束后污染企业复工复产以及环保督察放松有关。这说明秋冬
季攻坚方案在改善空气质量的效果是临时的，缺乏持续性。

表１０　秋冬季攻坚方案效果的持续性

（１）
ＡＱＩ

（２）
ＡＱＩ

（３）
ＡＱＩ

前两周 －２６．２５６＊＊＊ －２４．９３９＊＊＊ －９３．００４＊＊＊

（１．２１７） （１．２９０） （２１．２９９）

前一周 －２６．４１６＊＊＊ －２５．５８３＊＊＊ －９４．７６３＊＊＊

（１．３５９） （１．３７７） （２１．７４１）

Ｇｒｏｕｐ×Ｐｌａｎ －４．４０８＊＊ －５．６４２＊＊＊ －４．８４９＊＊

（１．８２４） （１．８２２） （２．２５８）

后一周 １４．０８０＊＊＊ １２．５２５＊＊＊ ２８．７４６＊＊

（２．３２１） （２．１０５） （１１．８４１）

后两周 １１．３４５＊＊＊ ９．９０２＊＊＊ ７８．８６９＊＊＊

（３．０９３） （２．９７０） （６．２２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２７３　 ０．２５７　 ０．６２５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２．清洁取暖计划。我国北方地区取暖用能以燃煤为主，截至２０１６年底，燃煤取暖面积占北方
地区取暖总面积的８３％。为了改善空气质量，２０１７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 《北方地区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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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清洁取暖计划》，提出到２０１９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５０％。并且提出要以 “２＋２６”城市
为重点，到２０１９年，“２＋２６”城市城区清洁取暖率要达到９０％以上。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Ｈｅａｔ代
表是否开展清洁供暖，从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开始设置为１。表１１考察了清洁取暖计划的效果，从表中
的结果可以看出，清洁取暖计划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史丹等［２１］的研究也发现，推行煤改气、煤
改电等清洁供暖计划能够减少粉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从而改善空气质量。

表１１　清洁取暖计划的政策效果

（１）
ＡＱＩ

（２）
ＡＱＩ

（３）
ＡＱＩ

Ｇｒｏｕｐ×Ｈｅａｔ×Ｈｅａｔｓｕｐｐｌｙ －５．９５５＊＊＊ －６．３４４＊＊＊ －４．５３１＊＊

（１．５７３） （１．５２７） （２．２４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２７６　 ０．２６１　 ０．６４５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类似地，本文进一步考察清洁取暖计划在改善空气质量上的持续性。从表１２可以看出，清洁
取暖计划政策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主要发生在供暖期间，在非供暖期间，清洁取暖政策对空气质
量没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表１２　清洁取暖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

（１）
ＡＱＩ

（２）
ＡＱＩ

（３）
ＡＱＩ

前两周 ２７．４５５＊＊＊ ２５．５９１＊＊＊ －０．９７３
（２．６４６） （２．３２６） （２．１７１）

前一周 ３０．５６９＊＊＊ ２８．７６３＊＊＊ －０．１５５
（２．８３８） （２．５０１） （２．９９４）

Ｇｒｏｕｐ×Ｈｅａｔ×Ｈｅａｔｓｕｐｐｌｙ －２．４９２ －３．１０２＊ －４．６５４＊＊

（１．６５６） （１．５７３） （２．２９８）

后一周 １４．７１１＊＊＊ １２．８８４＊＊＊ －２．０３２
（２．９９１） （２．６２８） （２．７７８）

后两周 ２１．２６４＊＊＊ ２０．０２３＊＊＊ －１．６０１
（２．５２３） （２．４１３） （２．３６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８２　１２５
Ｒ２ ０．２８３　 ０．２６７　 ０．６４５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京津冀及周边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对地区空气质量的影响。结
果表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确实有助于改善该地区的空气质量，平均而言，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使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指数下降－６．７，相当于样本均值的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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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的动态效果看，当联防联控实施范围从 “２＋４”核心区城市扩大到 “２＋２６”通道城市后，
空气质量改善的效果才显现出来。剔除可能伪造的数据、反事实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表明基
本结论的可靠性。在政策效果的异质性方面，本文发现，污染程度越高的城市，在纳入区域联防联
控实施范围后，其空气质量改善的程度越大；而离政治中心 （首都或省会）距离、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差异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效果均没有显著性影响。最后，无论是秋冬季攻坚方案还是清洁取暖计
划，在政策实施期间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空气质量，但是空气质量的改善并不具有持续性。本
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持续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打破传统的基于属地治理的环境管理模式，持续推进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增强各级政府联合治污的合力，有助于将外部污染内部化，能够有效防止地
方政府在空气治理上的 “搭便车”行为以及污染的跨区域转移现象，从而实现区域空气质量的整体
改善。

２．更加科学地评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效果。简单地将政策实施前后空气质量的改善全部归
因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可能会导致政策评估存在偏误。相关部门在评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时，应尽
可能将影响空气质量变化的政策因素和其他因素剥离开，科学识别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与空气质量改
善之间的因果关系。

３．关注大气污染防治效果的持续性。通过上文对秋冬季攻坚行动方案和清洁取暖计划的考察，
发现空气质量改善主要发生在政策执行期，在政策执行期结束后，空气质量并没有持续改善，甚至
出现了污染反弹的迹象。因此，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大环保督察和执法力度，坚决清理整治 “散
乱污”企业，防止污染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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